
步向全面侵华战争前的准备———论九一八
事变后日本对中国财政的破坏

郑会欣

　 　

　　内容提要　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并很

快占领了整个东北 ,紧接着日军又不断制造事端 ,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乃

至于整个中国。与其武装入侵相配合 ,日本当局还竭力破坏和扰乱中国的财

政结构 ,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准备。本文即主要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到

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中国财政进行破坏的种种事实作一详述 ,其中包括

强占东北海关 ,掠夺关税收入 ;阻挠西方对中国的财政与经济援助 ;操纵华北

走私 ,摧毁中国经济 ;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大量的历史事实充分说明 ,尽

管日本政府与军方在对华侵略的具体方式上略有不同 ,其中既包括日本政府

的暗中活动 ,更明显的则是军方的公然挑衅 ,但其战略步骤却是相辅相成、互

相配合的 ,而最终目的更是一致 ,那就是独霸中国 ,并进而统治亚洲乃至整个

世界。

关键词　九一八事变后　日本破坏　中国财政

1931年 9月 18日 ,日本关东军策划并发动了东北事变 ,随后

在短短的几个月时间里 ,日本帝国主义便侵略和攫夺了南迄山海

关、北至黑龙江大约 11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紧接着日本又

不断制造事端 ,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乃至于整个中国。与其武

装入侵相配合 ,日本当局还强占东北海关 ,掠夺海关税收 ,阻挠中

国向西方寻求援助 ,策划和操纵走私贸易 ,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

革 ,其目的就是扰乱中国的财政结构 ,为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行

准备。本文即主要针对九一八事变后到七七事变前日本政府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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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财政破坏的种种事实作一详述 ,从而揭示出日本政府与军方

在对华侵略的具体方式上虽略有不同 ,但其战略步骤却是相互配

合 ,而最终目的更是一致 ,那就是独霸中国 ,并进而统治亚洲乃至

整个世界。

一　强占东北海关 ,掠夺关税收入

九一八事变前 ,东北三省共设有大连、安东、营口、滨江、延吉、

瑷珲 6个海关以及大东沟、满洲里、绥芬河、三姓、拉哈苏苏和旅顺

6个分关。虽然其中多数开关时间甚晚 ,但东北三省地大物博 ,矿

产丰富 ,向为中国对外贸易的出超口岸。尤其是关税收入在全国

海关中占有重要地位 ,通常均占全国海关收入的 15 %左右 ,特别

是大连一关之收入更占东北关税收入的一半。表 1反映的是九一

八事变前五年东北海关收入数额及其在全国海关中的比例 ,由此

即可看出东北海关的重要地位。

表 1　1927 - 1931年东北各关收入及其占全国关税收入之比例①

单位 :海关两

年度

(A)

全国关税收入

(B)

东北各关 (除大连)收入

(C)

大连关税收入

(D)

C/ B

( %)

C + D/ B

( %)

1927 65986352 5791223 7120134 8. 777 19. 567

1928 79366598 6080114 8179768 7. 661 17. 967

1929 149652828 9392256 12830993 6. 276 14. 850

1930 177513168 12014328 12330798 6. 768 13. 3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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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A)

全国关税收入

(B)

东北各关 (除大连)收入

(C)

大连关税收入

(D)

C/ B

( %)

C + D/ B

( %)

1931 242723759 13358763 12444436 5. 504 10. 631

五年平均 6. 997 15. 346

　　正是因为东北海关的地位如此重要 ,所以九一八事变后日军

便将强占东北海关视为当务之急。1932 年 2 月 21 日 ,在策划拼

凑伪满洲国傀儡政权的同时 ,日本关东军军部、满铁株式会社、关

东厅和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等几个部门的首脑便在军部特务部门的

串联之下 ,一起策划并制定了强占东北海关的具体计划 ,会后日本

驻奉天代理总领事森岛即向外务大臣芳泽作了详细密报。

关于强占东北海关的计划包括如下几点 :

一、以东北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向安东、营口、哈尔滨、龙

井村等各海关监督官处派出日籍顾问 ;

二、对于瑷珲海关 ,待到“满洲国”之权力能彻底执行时再行接

收 ;

三、准备在山海关设立海关 ,委托奉山铁路山海关站长进行准

备 ,并派出日籍顾问 ;

四、于“满洲国”成立的同时废除全部监督官 ,任命日籍税关长

及其他干部官吏 ,并要求大连海关必须归属于“满洲国”;

五、所有派出之日籍顾问均由关东厅及满铁推荐候选人 ,接收

时立即作为临时税关长进行工作。①

事后的发展表明日伪当局正是按照上述步骤而强占东北海关

的 ,尽管日本当局对此竭力加以否认 ,但战后日本外务省公布的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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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文件却明白无误地证实了这一点。①

1932年 3月 ,伪满洲国在日本政府的扶持下宣告成立 ,随即

伪满财政部便在日方的指使下向各关发出通令 ,由日籍顾问通知

各关税务司 :自 3月 26日起所有税收统统解往东三省官银号 ,不

得汇往上海总税务司 ;今后海关一切行政事务均须与日籍顾问商

洽 ,并遵从伪满洲国的一切训令。② 在日伪的粗暴干涉下 ,哈尔

滨、牛庄、安东三关分别自 3月 28日、4月 26日及 4月 19日先后

停止将关税收入解交总税务司。③ 其后不久 ,伪满财政部长熙洽

又分别致函保管关款之各中国银行及各海关 ,要求将其所保存之

关税收入全部交给当地官银分号 ,并威胁称 :若不遵守 ,即认为“对

于满洲国怀有敌意 ,必讲最后之适宜而且最有效之措置”云云。④

与此同时 ,大连海关税务司福本 (日籍)亦秉承日本当局的旨意 ,拒

将关税收入解缴上海 ,并进而宣布与中国海关脱离关系。至此 ,东

北所有海关全部沦于日伪之手。

东北海关的丧失对于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巨大的破坏 ,其中

最明显的影响表现在以下几点 :

(一) 财政收入急剧下降

关税收入向占中国财政收入之大宗 ,特别是 1929年中国修订

关税之后 ,随着税率的大幅提高 ,关税收入也急剧增加 ,而东北各

·25·

《抗日战争研究》2002年第 3期

①

②

③

④ 海关总税务司档案 :六七九 / 17756。

《财政部对东北关税问题宣言》,载《工商半月刊》第 4 卷第 12 期 (1932 年 6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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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载。参见该书《满洲事变》第 2卷第 1 册 (东京 :外务省 ,昭和五十四年) ,第 3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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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之税收亦在全国占据重要地位。据海关总税务司统计 ,1932年

3—6月原本应为中国海关收入而为伪满当局强占部分为

3080171. 19元 (其中哈尔滨 771262. 58 元 ,龙井村 36318. 26 元 ,

安东 1329995. 29元 ,牛庄 942595. 06 元) 。① 特别是 6 月份大连

关被日伪强占后 ,关税收入更是急剧下降 ,1932 年 7 月全国关税

纯收入只有上海规银 940 万两 ,还不到 1931 年平均每月纯收入

1933. 1万两的一半。② 1931年全国海关税收为 370百万元 ,1932

年仅为 326百万元 ,下降之数额占当年海关税收的 13. 5 % ,占当

年全国财政总收入的 6 %。③ 海关税收的大量下跌自然与东北海

关主权的丧失密切相关。

(二)加重贸易入超

东北三省地大物博 ,矿产资源及农产品 (特别是大豆)极为丰

富 ,向为中国的出超口岸。据统计 ,1927 - 1931年间 ,东北平均每

年进口总值为 11440万美元 ,出口总值则为 17580万美元 ,平均每

年出超 6190万美元。④ 然而东北的沦陷特别是东北海关被日伪

强占之后 ,中国的对外贸易数额急剧下降 ,致使中国不但损失了巨

大的关税收入 ,也影响了国际收支的平衡 ,使得原本已十分突出的

贸易入超问题变得更加严重。

(三)影响外债担保

关税收入不仅是当时中国政府最大的一笔财政收入 ,同时也

是举借外债的最重要担保。据总税务司统计 ,整个东北包括大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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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在内 ,自 1932年 7月 1日至 1936年 12 月 31 日的四年半时间

里应摊还以关税为担保的内外债总数为国币 124121399. 56元 ,其

中外债及赔款为 56541683. 59 元 ,内债为 67579715. 97 元。① 由

于东北海关的丧失 ,使得中国政府偿付外债的能力及其债信大大

跌落。然而东北的沦陷和海关主权的丧失对于中国影响最大的还

是政治上的损失 ,这一损失则是无法用数字来估算的。

二　阻挠西方对华援助

九一八事变之后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野心日益明显 ,

1933年 1月 ,日军攻占山海关 ,随即进犯热河。华北危机的日趋

严重使得国民政府上层中亲英美派萌生了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

策略 ,而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宋子文 1933年的欧美之行。

1933年 4月 ,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出访欧美 ,

表面上看是代表中国政府应邀出席于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 ,

实际上则是国民政府寻求西方援助的一个重要尝试。

宋子文出访欧美的第一个成果就是与美国财政复兴公司

( 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签订了价值高达 5000万

美金的棉麦借款 (Wheat & Cotton Loan) ,这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之后向国外举借数额最大的一笔外债 ,自然引起国内外舆论的广

泛注意 ,其中特别是日本的反应最为激烈。

7月 17日 ,日本外相内田康哉向驻美大使出渊、驻英大使松

平、驻法大使长岛、驻德大使永井以及驻国际联盟代表伊藤等发出

训电 ,饬其分别与各国交涉 ,不得“以购买武器或财政的援助为目

的”而向中国借款 ,若各国不予理睬 ,“则将来中国藉此关系国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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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的援助 ,而敢为反满抗日方策之际 ,我方则有继续行使前于满

洲、上海两事变曾经表示毅然的自卫行动之意向。关于为此所引

起日华纷争之再发 ,其责任应由援助国分担”。① 不久 ,日本驻美

大使出渊胜次亦奉命向美国国务卿表示 ,美国向中国“出售棉花和

小麦可能会严重影响到日本”,他并提出警告 ,今后美国“在采取任

何将要或有可能影响日本利益的步骤之前 ,必须先同日本进行磋

商”。②

与此同时 ,日本政府还采取种种方式 ,阻止棉麦借款的顺利实

施。广田弘毅继任外相之后 ,更加明确地规定所有在华日本纺织

厂一律不得购买进口美棉。10 月 21 日 ,广田在致日本驻华公使

有吉明的电报中指出 ,如果美棉价格确实要比其它种类棉花便宜 ,

尽管劝说这些工厂不去购买美棉可能是很困难的 ,但是他们应该

在“政治上引导”他们 ,以便在事实上中止棉麦借款 ;10月 23日广

田在给驻美大使出渊的电报中更明确表示 ,“我们的希望是事实上

消灭这一借款计划”。③由于日本政府的直接干预 ,日本在华纺织

厂拒绝购买美棉 ,造成进口美棉严重滞销 ,大量积压 ,以致于国民

政府不得不向美国要求将 5000 万美元的债额减少到 2000 万美

元 ,最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

宋子文出访欧美的另一个任务就是希望取得国际联盟的财政

与技术援助 ,同时亦望加强与欧美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为此宋

子文周游各国 ,频频游说 ,并正式提出组织一个“咨询委员会”

(Consultative Committee)的建议 ,这是一个类似于原有的国际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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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团的国际合作机构 ,其真正目的则是“为了排除日本”,对中国的

经济建设提供援助和贷款。①按照宋子文的设想 ,这个委员会应有

1亿元 (相当于 1500 万英镑)资本 ,其中一半由中国承担 ,另一半

则希望从英国或欧洲募集 ;至于委员会的成员应由享有声望的中

外财政和金融专家担任 ,除了中国之外 ,还包括英国、美国、法国、

意大利、比利时等国 ,但他也明确表示不包括日本人在内。②

日本政府十分关注宋子文在国外的活动 ,特别是获悉宋子文

企图联络欧美财团组织合作机构之后 ,日本政府便开始公开进行

阻止和干扰。7月 28日 ,吉田外相在致驻华公使有吉明的电报声

称 ,“我方历来主张 ,日支问题应由两国间直接交涉处理 ,决不允第

三国介入。而且 ,如果要增加对华援助的话 ,一定要排挤其他各

国 ,而由日本独自进行 ,或至少应在日本同意之后 ,诸国方能协商

进行。这是希望支那安定、并对保持远东和平负有重任的帝国理

应采取的不可动摇之态度”。③ 他并扬言 :“我们必须竭力阻止这

个委员会的成立 ,但如果委员会不顾我们的反对而成立的话 ,我们

则应在其活动中设置种种障碍 ,要使中国和列强都认识到 ,我们的

观点是不容漠视的。”④

一方面 ,日本政府委派野田大辅在国际银行团内向英、美金融

界不断游说 ,干扰委员会的成立 ;同时日本驻美参赞武富敏彦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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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向美国国务院提出日本反对成立咨询委员会的理由。在日本方

面看来 ,成立这个所谓国际机构是“令人不愉快、不成熟、并且注定

会遭到失败的 ,而没有日本参加 ,任何这类方案都不会取得成

功”。①在日本当局的威胁与游说之下 ,原本对于成立咨询委员会

抱有兴趣的英、美政府及其金融界很快便打消了念头 ,这是因为

英、美政府都不愿得罪日本而影响本国利益 ,更害怕因支持中国而

卷入日趋紧张的远东国际关系之中。由于英国和美国的不予合

作 ,宋子文“联合欧美、抵制日本”的计划很快便胎死腹中了。

宋子文的欧美之行虽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 ,但他并没有放弃

他的设想。在著名财政专家、法国人让·蒙内 (Jean Monnet)的建

议之下 ,宋子文回国后不久便邀请蒙内来华访问 ,同时亦开始联络

国内最大的十几家银行 ,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建设银公司。

宋子文创办中国建设银公司的目的是将其作为吸引外资的导

向 ,以此来开辟国内资本市场 ,引进外资 ,投资国内的交通与工矿

企业 ,从而推动国内的经济发展 ,而其核心仍包含其“联合欧美、抵

制日本”的构想。宋子文的这一计划也同样引起日本朝野的注意 ,

并想方设法予以破坏。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不仅关注着

蒙内的一举一动 ,还不断地向美英各国外交官员进行游说 ,1934

年 2月 9日 ,须磨曾向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贝克 ( Willys R. Peck)表

示 ,任何把日本排除在外的、对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援助的计划都是

不切实际的 ,而且也是注定不会成功的。②3月 17日 ,广田外相在

致须磨的一份密电中要他向蒙内传达 ,“对于中国的建设事业而进

行的国际合作 ,要考虑日本在东亚的实力和权威 ,而且要考虑到日

本优于任何外国而通晓中国国情的事实”,因此所谓“合作的立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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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 ,当然亦必须以日本为主”。① 4月 9日 ,须磨在与英国驻华

商务参赞的会晤中对于蒙内帮助创办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表示强

烈的不满 ,“除非是首先考虑到日本的利益并邀请其参加”;他强

调 ,“鉴于日本是中国的邻国以及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因此日本有

责任参加任何对中国的借款”,他并威胁说 ,日本对中国的忍耐是

有限度的。②果然 ,正当建设银公司筹备的消息传播得沸沸扬扬之

际 ,4月 17日 ,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就对外发布了旨在

独占中国的强硬声明 ,公开反对西方各国及国际联盟对中国进行

任何财政或技术援助 ,其中也包含日本反对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

的态度。据须磨自称 ,这个所谓“天羽声明”是他建议日本政府发

表的。③虽然日本的干预并未能影响中国建设银公司的成立 ,但从

中却可以看出日本竭力破坏和阻挠欧美各国向中国提供援助的侵

略行径 ,最终则是为了达到它独霸中国的目的。

三　操纵华北走私 ,摧毁中国经济

九一八事变后、特别是《塘沽协定》签订后 ,日本帝国主义逐渐

将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在武装入侵不断升级的同时 ,日本当局

还对中国经济进行破坏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策划和操纵

华北走私 ,扰乱中国市场 ,这也是其全面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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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华北的走私活动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若按其发展

的时间、规模及其性质而论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①

第一阶段为走私萌芽时期 (1933年 5月至 1935年 5月)

日韩浪人在华北等地走私早已有之 ,不过规模及数量都不算

大 ,因而尚未引起世人注意。《塘沽协定》签订后 ,日本对华北的走

私规模不断加剧 ,其中最主要的是私运白银出口。这是因为当时

美国政府实行购银政策 ,致使世界市场的白银价格大幅上升 ,走私

白银出口既能获取暴利 ,又能干扰和破坏中国的财政 ,因此日本当

局公开鼓励走私银元 ,并且在长城及沿海各口岸设立许多机构 ,用

纸币高价收购白银 ,造成大量白银外流。据河北省主席于学忠呈

报 ,当时走私银元的情况非常严重 ,“以日记十五、六万元 ,如以月

计 ,约有四百余万元之巨数流出国外”。②而当时担任国民政府财

政顾问的美国专家杨格 (A. N. Young)后来根据他所掌握的档案

资料估计 ,仅在 1934年最后的几个星期 ,即有价值 2000万元的白

银走私出口 ;1935年一年之内 ,白银走私出口约在 15000 万元至

23000万元之间 ,而华北地区走私最盛时则以每月 1500万元的速

度偷运出境。1935年前 9 个月中 ,约有 6000 万盎司白银从日本

出口 ,其中大部分显然是从中国走私出去的。③ 这段时期走私情

形虽日益加剧 ,但尚未达到高潮 ,而且当地中国海关亦尚能行使一

定的职权。

第二阶段为公开走私时期 (1935年 6月至 1936年 2月)

1935年 5月 ,中国海关相继在长城附近的角楼和罗城破获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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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走私银元事件 ,日本驻军对此侵略行径不但不予收敛 ,相反却向

中国方面提出赔偿要求 ,并且还以破坏《塘沽协定》为借口 ,禁止中

国海关缉私人员在长城附近执行任务 ;同年 9月 ,日本海军又蛮横

要求中国海关巡逻艇不得在“非战区”沿海三海里之内行驶 ,致使

长城附近以及芦台至秦皇岛一带的缉私任务根本无法执行。①在

这一时期中日本对华北走私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在数量上都远远

超过前一个时期 ,由于中国海关在日军的干涉及阻挠之下几乎完

全丧失了缉私能力 ,走私贸易日益猖獗 ,更由秘密转向公开。

第三阶段为“特殊贸易”时期 (1936年 3月至 1937年 7月)

1935年 11月 ,冀东傀儡政权在日本的卵翼下成立 ,次年 3月

更秉承其主子的旨意 ,公然设立所谓商品“通过税”,其税率大大低

于国家关税 ;同时伪政府还在秦皇岛、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

黎五地设立办事处 ,征收“通过税”。这实际上是变相承认走私贸

易 ,并使之“合法化”。在这个时期里 ,日本各种走私商品俨然以正

当贸易的形式进出于华北各地 ,再涌向全国。致使走私活动更加

猖獗 ,规模亦更加扩大 ,而且日本已不再讳言“走私”,而是直接称

之为“特殊贸易”了。当时《字林西报》曾这样形容冀东的走私贸

易 :“吾未见有走私也 ,吾所见者 ,在北戴河沿海一带 ,有大大小小

帆船三十八只 ,停泊其间 ,方在起卸货物于一打左右之舢舨。沙滩

上人群来往 ,奔走忙碌 ,初不亚于极旺季节之天津外滩。君犹得以

走私视之乎 ? 直是自由贸易。自由贸易犹有一定之口岸 ,今乃广

漠无际一带之自由沿海岸耳。”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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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对华北的走私贸易对中国的财政经济带来严重的破坏 ,

据海关总税务司统计 ,自 1935年 8月起至 1937年 7月 4日止 (即

卢沟桥事变前三日) ,由冀东运至天津之漏税私货共包括人造丝

(5994180 公斤) 、卷烟纸 ( 587541 公斤 ) 、匹头 ( 138052 件 ) 、糖

(118398600公斤) 、煤油 (394 ,699 箱) 、其他杂货 (422673 件) ,所

漏税款高达 54355472 金单位。① 当时中国财政收入的主要依靠

关、盐、统三税 ,其中尤以关税所占比例为最高 ,历年均占全年收入

的一半以上。在全国关税总收入中 ,华北六港 (秦皇岛、天津、龙

口、烟台、威海卫、青岛)又占 20 %以上 ,实具举足轻重之地位。由

于大批走私货物偷运入境 ,致使华北海关税收急剧下降。据海关

统计 ,自 1935年 8月 1日至次年 4月 30日的 9个月中 ,华北六港

税收损失共计为 25506946元 ;而仅仅在 1936年 4月的一个月内 ,

关税收入损失即达 800 万元。② 除此之外 ,华北走私还扰乱市场

价格 ,破坏正当贸易 ,从而严重地打击了中国国内的民族工业。

日本对华北的走私贸易是其侵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这在政府和军部的许多文件中都可以得到证实。1935年 2月 ,满

铁经济调查会在其所辑成的《满洲事变后的日满华贸易变迁》一文

中就公然声称要对中国进行所谓“秘密贸易”。文中说 :“九一八事

变后 ,因中国特别排斥日货 ,故其采取之关税政策及输入手续 ,愈

趋繁琐。对于此种关税政策日本究应如何对待 ? 一言以蔽之 ,即

秘密贸易政策 (走私政策)是也”;“需知在目前日满华关系下 ,若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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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满对华贸易发展 ,只有秘密贸易政策”。①

在日本对华走私问题上 ,日本军部表现得最为强硬 ,态度也最

为嚣张 ,华北驻屯军甚至企图在 1936年 5月强行接收天津海关 ,

对于接收后一切准备及接收人员之委用均已就绪 ,甚至一部分人

员并已到达指定地点待命 ,只是最后因驻屯军司令官更调 ,其态度

才发生变化。②日本关东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为实施走

私出谋划策 ,他在一份密报中声称 :日本因缺乏原料与市场狭小 ,

必须向海外寻求扩张 ,虽“一九三一年九一八满洲事变而后占据

之 ,帝国市场与原料问题一时已和缓”,但为“解决扩大工业 ,必须

确保相当范围之原料与市场 ,是以对于新原料市场之觅求 ,乃帝国

荣辱攸关之重大事业。依帝国之大陆政策的满洲主义 ,占据满洲

之后 ,应再继续图谋”,而从消费市场、原料基地等各方面来看 ,“华

北诚我国之最好殖民地也”。他的结论是 :“帝国货物之向华北走

私 ,为帝国之断然手段 ,其用意在促进华北特殊政治体系之成立 ,

而隶属于帝国势力之下 ,届时政、经、军诸般问题均可依帝国之意

而实践解决。”③大量的事实说明 ,日本对华北有计划、有步骤地

进行大规模的走私就是为了掠夺华北资源 ,加紧进行全面侵华的

战争准备。日本政府企图以走私漏税来动摇中国的关税制度和财

政基础 ,借倾销私货来摧残整个中国的国民经济 ,削弱和打击中国

国内的民族工商业 ,其最终目的则是要奴役和吞并整个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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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破坏中国实施币制改革

长期以来 ,中国的货币制度极为紊乱 ,发行既不统一 ,形式更

为复杂。这既落后于世界先进的金融体系 ,更不利于国内工商业

的发展 ,因而久为世人所垢病。特别是 1934年美国实施购银政策

之后 ,由于世界市场上银价不断上升 ,导致中国的白银大量外流 ,

中国实施币制改革实已刻不容缓。在此关键时刻 ,1935 年 11 月

中国的财政当局在国内金融、工商各界的支持下 ,宣布以中央、中

国、交通三行发行之纸币为法币 ,禁止现银流通 ,并规定白银收归

国有 ,毅然实施币制改革。

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事前曾征询过英国财政专家李滋 - 罗斯爵

士 (Sir Frederick Leith - Ross)的意见 ,事后又相继得到英国和美

国政府的支持 ,因此进展甚为顺利。然而所有这一切却引起日本

的极大愤懑 ,并想尽一切办法予以破坏。据中国驻日使馆报告 ,

“中国自币制改革消息传至日本以来 ,其朝野上下之间 ,莫不出以

猜疑忿嫉之态度 ,或以为与英国有借款之秘约 ,或以为对彼为不利

之准备。种种态度 ,驯至一切悉不以善意对之 ,极尽其曲解掣肘破

坏之能事。”①为此 ,日本政府和军方要人纷纷发表声明 ,对中国

的币制改革表示强烈的反对 ,甚至公开宣称 ,不惜以任何形式来

“彻底阻止”币制改革的实施。

1935年 11月 8日 ,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玑谷廉介代表日本军

方发表声明 ,宣称“日商所有现银如有被要求交出之时 ,当明告理 ,

加以拒绝 ,使无他隙可乘 ,决然出以一贯之方针”;“尤其应注意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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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对于与日、满有密切关系之华北 ,强行将现银送出 ,使华北经济

陷于混乱 ,重苦民众 ,遂将迫入社会的政治的混乱之境遇 ,为日本

所不能默视”。玑谷还扬言 ,“若华北实力者无其能力之时 ,日本方

面必以实力期其实行 ,不惜将此点宣布中外”。① 与此同时 ,日本

外务省也遥相呼应 ,表示中国实行币制改革“殊蔑视日本之立场 ,

故亦不能承诺”,所以“日本为了维持东亚和平 ,将断然排击之 ,虽

诉诸武力 ,亦必阻止其实现”。陆军省次官古庄则声称 :“国府牺牲

一般大众之利益 ,谋白银国有 ,势将惹来政治的或社会的混乱 ,甚

至且有发生重大事变之虞。对于极有政治经济关系之邻国日本 ,

竟毫无协议 ,赖外国之借款 ,作极端依存欧美之所为 ,显系放弃亲

日政策。故以安定东洋势力自任之日本 ,断难漠视。”②

币制改革初期 (11 - 12月) ,日本方面采取所谓“彻底阻止”的

办法主要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施加压力 ,逼迫国民政府放弃依靠

英、美政府的意图 ;同时日方还采取种种方法 ,禁止白银南运 ,阻碍

现银集中。

11月 9日 ,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就向宋哲元发出威胁 ,禁

止华北现银南运。高桥称 :“白银国有与华北现银集中上海 ,皆危

及华北经济 ,阻碍日本帝国利益 ,蹂躏日本近年对于华北之主张。

如贵方不能作防止之彻底处置 ,日本方面将以实力期其实现。”③

11月 15日 ,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向总参谋长发出“关参 1 ,第 762

号”电报 ,宣称国民政府实行币制改革“将使接近日、‘满’帝国并有

密切关系的华北地区经济枯竭 ,更进一步威胁‘满洲国’之经济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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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引自钟梦苏 :《我国新货币政策与日本》,载《日本评论》第 8卷第 2 期 (1936 年 2

月)。

《中国驻日使馆报告》,第 75页。



础”,同时亦“将危及多年来确立东洋永远和平的基础”。因此他认

为目前“实为我军断然推进华北工作 ,使华北投入日军怀抱之绝无

仅有之良机”。关东军还明确表示 :只要币制改革行之于与日、

“满”两国有密切关系的华北 ,则关东军为了进行反击 ,将不惜用刺

刀威胁持观望态度的华北将领 ,使其必须断然实行华北自治。①

在日方压力下 ,华北地区的白银禁止南运 ,甚至外资银行亦不例

外。据英国驻天津总领事报告 :“津埠汇丰、麦加利、花旗、中法工

商、德华、华比、华义等银行 ,现存有白银共计四百七十二万余元 ,

本拟运往上海 ,掉换中国法币 ,并领有财政部护照在案。惟天津海

关不准放行 ,致迄今未能起运。”② 据统计 ,日本在华北禁运的白

银共达 4000万盎司左右。③

尽管日方竭力进行破坏 ,但中国的币制改革仍得到民众的支

持 ,并取得空前的成功。在这种形势下 ,日本方面不得不变换策

略 ,积极策划在华北实施所谓“自主币制”。早在 12月 8 日 ,曾经

一手策划“满洲国”币制改革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日本人星野

直树就在《支那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 :“中国此次

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 ,但在技术上却

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值此前所未有的变革时期 ,

却能如此安定 ,实值得令人注意。”基于这种认识 ,星野向关东军建

议 :与其无效地对抗国民政府的币制改革 ,还不如在表面上与之协

调 ,暗地里则进行“华北自主币制”。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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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 1月 ,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

并于 2月 1日下达给天津日本驻军。这个《指导要领》的基本方针

是 :“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币制建立相当的联

系 ,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 ,并进而吸

收利用其资金。”而依据《华北处理要纲》的精神 ,当前应以河北、察

哈尔两省为对象 ,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

作成本位货币。① 4月 27日 ,经日军松室孝良少将与宋哲元、萧振

瀛的“协商”,由萧振瀛 (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经济委员会主席委

员、天津市市长) 、张振鹭 (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原“奉天省”财政

厅长) 、林世则 (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海关监督、北平市财政

局长) 、杨天受 (经济委员会委员、河北省银行经理)等人负责“华北

自主币制”的筹备工作。5月 4日 ,上述人员在天津市政府召开首

次会议 ,日方在会上正式抛出了精心炮制的“华北自主货币”方

案。②在所谓“华北特殊化”的局势之下 ,1936年 5月 23日冀察政

务委员会发出训令 ,指定河北省银行为该会统一发行机关 ,在河

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享有单独发行钞票之权。③ 而对

于河北省银行发行纸币之事日本华北驻屯军“已予以谅解 ,惟对于

增发纸币目的 ,仅能照山西省银行所发行之例 ,务须维持与其它纸

币之同等价值 ,避免滥发”云云。④ 除了河北省银行之外 ,在日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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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策划及援助下 ,1936 年 11 月伪冀东自治政权的首府通州也开

设冀东银行 ,并于次年 3 月开始发行钞票。①这就说明所谓“自主

币制”就是在名义上与法币保持联系 ,实际上却是要将其纳入日元

的体系之内。这些由日方授意在华北发行的新钞票是对于中国政

府推行币制改革而采取的针锋相对的行动 ,它的目的不仅在于扰

乱华北的币制统一 ,破坏币制改革的顺利实行 ,企图在华北建立起

独立于中国的通货领域 ,而真正的目标还是侵略整个中国。

从上述大量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九一八事变后日本

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步骤 ,这就是在政治上不断向国民政府施加

压力 ,逼迫他们放弃寻求西方的援助 ;在军事上频频制造事端 ,在

华北策动分裂活动 ,加紧蚕食和并吞华北主权。而在经济上一方

面打着“中日经济提携”的幌子 ,大肆进行社会经济调查 ,以创办公

司、投资经营等手段 ,扩张其经济实力 ;而更重要的方面则表现在

破坏中国的财政 ,扰乱中国的国民经济 ,为其发动侵华战争进行军

事上和物质上的各种准备。实际上这正是日本政府侵华政策的两

个主要方面 ,其中既包括日本外交当局的暗中活动 ,更明显的则是

军方的公然挑衅 ,两者相辅相成 ,互相配合。一旦日本当局认为已

做好侵略战争的全部准备后 ,1937年 7月 7日便悍然发动卢沟桥

事变 ,最终走上了全面侵华的战争之路。

(作者郑会欣 ,1949年生 ,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荣维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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